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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１—１６世纪土库曼人迁徙活动深刻影响了西亚政治格局，反映着中亚—西亚政治联动性的弱
化趋势。中亚河中地区的土库曼人是波斯文明与突厥文明交往下的产物，随着１１世纪塞尔柱征服，土库
曼人大规模迁入伊朗高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建立起多个土库曼政权，冲击着以哈里发为宗主权力核心的

西亚传统宗藩体系。１３—１４世纪，伊利汗国重建宗藩体系的尝试走向失败，西亚地区的宗藩体系政治格局
完全崩溃，各土库曼政权进入地方权力中心化的发展阶段。１５—１６世纪，在奥斯曼帝国构建权力中心过程
中，土库曼人受到军事集权体制的排斥，继而大规模东迁，促成伊朗高原萨法维权力中心的形成。土库曼

人的迁徙活动最终推动了近代以来西亚双权力中心制衡格局的形成。

关键词：土库曼人；迁徙；西亚；政治格局

中图分类号：Ｋ３６３；Ｋ３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０５Ｘ（２０２５）０５－００８０－１２　

　　土库曼人是发源于中亚地区的跨境族群，其在１１—１６世纪的迁徙活动深刻影响了西亚政治格局
的演变。土库曼人的迁徙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１１—１４世纪的西迁，即由中亚河中
地区迁往西亚的伊朗高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这期间推动了多个土库曼政权的形成；第二阶段为

１５—１６世纪的东迁，即由西亚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迁入伊朗高原，最终促成萨法维王朝的建立。整体
而言，土库曼人的迁徙与１１—１６世纪西亚政治格局的变动息息相关，是近代以来西亚地缘格局形成
的一大推力。就历史的角度而言，土库曼人的迁徙直观地体现出中亚与西亚的政治联动性以及突厥

文明与波斯文明的交往。理解１１—１６世纪土库曼人的迁徙活动，对于深入认识西亚政治变动的内在
逻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截至目前，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王朝政权为基本单元，考

察土库曼人在西亚王朝历史中的政治、军事影响，主要涉及塞尔柱帝国、伊利汗国、奥斯曼帝国与萨法

维王朝等王朝政权；①二是以在西亚历史进程中的游牧民群体为研究对象，对伊斯兰世界中的土库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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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族群进行探讨；①三是以伊斯兰教传播为主线，研究土库曼人在伊斯兰教史中的影响。② 上述研究

深化了学术界对土库曼人的认识，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土库曼人迁徙与西亚政治变动的内在关

联。鉴于此，本文以土库曼人迁徙为视角，对１１—１６世纪西亚政治格局的演变进程进行审视，分析土
库曼人迁徙对西亚政治格局演化的原因与影响，挖掘背后的中亚—西亚地区政治联动性的变化，进而

为理解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提供必要的线索。

一、中亚土库曼人西迁对西亚传统宗藩体系的冲击

土库曼人是８—１０世纪突厥文明与波斯文明交往的产物。１１世纪，克尼克部落塞尔柱家族带领
土库曼人南渡阿姆河向西征服，建立起东临阿姆河、西抵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塞尔柱帝国。土库曼

人由此大规模西迁，在帝国西北部塑造了独特的“边境社会”，形成多个地方政权。土库曼人的西迁

活动致使中亚游牧政治传统进入西亚，冲击了西亚的传统宗藩体系，以哈里发宗主权为核心的宗藩格

局出现动摇。

（一）土库曼人的起源

自８世纪后突厥汗国（ＳｅｃｏｎｄＴｕｒｋｉｃＫｈａｇａｎａｔｅ，６８２—７４４年）崩溃后，大批游牧民踏上西迁征途，
进入伊斯兰世界。因这些游牧民普遍说突厥语，穆斯林学者便将他们泛称为“突厥人”（单数ｔｕｒｋ，复
数ａｔｒāｋ）。③ ９至１０世纪，以葛逻禄部落（Ｋａｒｌｕｋｓ）为核心的游牧部落联盟在河中地区确立起喀喇汗
国（Ｋａｒａ－ＫｈａｎｉｄＫｈａｎａｔｅ，８４０—１２１２年）的统治。④ 在里海与咸海之间的草原上也聚集着大批游牧
民，他们以传说中的突厥人英雄乌古斯汗（ＯｇｈｕｚＫｈａｎ）为祖先，被伊斯兰世界称作“乌古斯人”
（Ｏｇｈｕｚ）或“古斯人”（Ｇｈｕｚ）。９世纪晚期，阿拔斯哈里发国（Ａｂｂａｓｉｄ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７５０—１２５８年）东部地
方割据力量纷纷崛起，各地方政权的兵力需求也随之增加，游牧于中亚地区的突厥人成为重要兵源，

许多突厥人被掳进伊斯兰世界成为奴隶士兵。随着中亚突厥语族群与呼罗珊伊朗语族群交往的日益

深入，两者逐渐出现融合，土库曼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⑤

“土库曼人”（ｔｕｒｋｍｅｎ）一词最早出现于１０世纪末的伊斯兰史料。在许多相关文献中，“突厥人”
与“土库曼人”时常混用，这源自中古伊斯兰世界对突厥语族群的泛化认识。在中古穆斯林学者眼

中，只要是说突厥语，并且进行游牧式生产生活的中亚族群都可称之为“突厥人”。⑥ 伊斯兰史料中，

“突厥人”根据部落和所操突厥语的差别又可划分为不同群体，如葛逻禄人、乌古斯人、哈扎尔人、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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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是由阿史那家族所领导的游牧部落联盟，并非基于文化差异所形成的族群认识。



古人等。中古穆斯林学者一般认为，最早的土库曼人源自在阿姆河一带的部分乌古斯人、葛逻禄人。

而结合伊斯兰史料当中对“突厥人”与“土库曼人”的描述，在严格意义上，可以认为两者所指代的游

牧民群体存在差异。

９—１０世纪，萨曼王朝（Ｓａｍａｎｉｄｓ，８１９—９９９年）与河中地区突厥人的交往日益频繁，许多呼罗珊
地区的苏非修士前往河中地区传播伊斯兰教。约９８０年，阿拉伯地理学家麦克迪西（Ａｌ－Ｍａｑｄｉｓī）将
白水城（Ｉｓｆīｊāｂ）的两座要塞称为“抵御土库曼人的边境哨所”，并解释那些被称作“土库曼人”的游牧
民“已然皈依了伊斯兰教”。① 可以推断，“土库曼人”源自１０世纪伊斯兰世界对河中地区部分游牧
民的他者认识，最早的“土库曼人”被认为是已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突厥人。

１１世纪花剌子模学者比鲁尼（Ａｌ－Ｂｉｒｕｎｉ）认为，“土库曼人”一词是乌古斯人用来指代那些已经
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乌古斯人。② 稍晚于比鲁尼的 １１世纪喀喇汗国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Ｍａｈ

·
ｍūｄａｌ－Ｋāｓｈ�ｇａｒī）在其《突厥语大词典》中称：“乌古斯人就是土库曼人。”③但在“葛逻禄”词条

中又载道：“他们（葛逻禄人）是游牧突厥人的一支，不是乌古斯人，也算是土库曼人。”④据当代法国

学者克劳德·卡恩（ＣｌａｕｄｅＣａｈｅｎ）的研究，９至１０世纪伊朗高原东北部定居民将跨过边境进行劫掠
的游牧民统称为“土库曼人”，其中并非只有乌古斯人。⑤ 因此，结合麦克迪西对“土库曼人”的穆斯

林身份认定，“土库曼人”可以视作对当时操突厥语的穆斯林的统称，相较于８世纪时开始大规模西
迁的突厥人，土库曼人是在突厥人西迁的过程中于阿姆河一带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游牧民群体，

至１１世纪，这一群体已明确包含有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乌古斯人与部分葛逻禄人。
根据１４世纪伊利汗国学者拉施特《史集》中的记载，“世界上所有突厥蛮（土库曼人），都出自上

述诸部落（最初跟随乌古斯汗的六大部落）和乌古思（乌古斯汗）的二十四个儿子。”而且，拉施特还提

到，“突厥蛮”之称源自塔吉克人（伊朗高原本土定居民）对“类似于突厥者”但是又“近似于大食人

（塔吉克人）的容貌”的群体的称呼。⑥ 《突厥语大词典》中同样将“土库曼人”释为“像突厥人的人”

（ｔüｒｋｍａｎəｎｄ）⑦，说明这一群体同时具有“突厥人”与“大食人”的特征，与当时中亚以东的突厥人存
在差异。据此可以推定，土库曼人是伊朗本土定居民与突厥语游牧民族群交往、融合下的产物。总

之，土库曼人在当时的穆斯林学者眼中泛指生活于阿姆河流域，同时具有“突厥人”与“大食人”特征，

并且信仰伊斯兰教的游牧民与半游牧民。他们的族群身份边界比较模糊，除了部分已波斯化的突厥

人群体，还可能包括已突厥化的原伊朗本土定居民。⑧

（二）１１世纪土库曼人西迁与哈里发宗藩体系的衰落
１０世纪晚期至１１世纪上半叶，在部落内部矛盾激化与人口增长的压力下，许多土库曼人在克尼

克部落塞尔柱家族的带领下先后为萨曼王朝、喀喇汗国戍边，以此换取牧场与财富。随着萨曼王朝的

灭亡与喀喇汗国的失势，聚集于阿姆河一带的土库曼人不断侵扰并渗透至南部呼罗珊城市，引起伽兹

２８

　安徽史学２０２５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Ｃ．Ｅ．Ｂｏｓｗｏｒｔｈ，“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Ｄｙｎａｓ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ＩｒａｎｉａｎＷｏｒｌｄ”，ｉｎＪ．Ａ．Ｂｏｙｌｅｅｄ．，ＴｈｅＣaｍｂｒｉds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Ｉｒaｎ，Ｖｏｌ．５，ｐ．１７．

Ａ．Ｃ．Ｓ．Ｐｅａｃｏｃｋ，ＥaｒｌｙＳｅｌｊｕｑ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a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０，ｐ．４８．
喀什噶里在“乌古斯”词条中进一步介绍了当时构成乌古斯人（土库曼人）的２２个部落，其中，“克尼克”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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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１卷，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２页。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１卷，第５００页。
雅古卜·阿赞德：《塞尔柱王朝》（波斯文），第７页。
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１卷第１分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３１—１３９页。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３卷，第４０７页。
ＤａｖｉｄＤｕｒａｎｄ－Ｇｕéｄｙ，“ＴｈｅＴüｒｋｍｅｎ－Ｓａｌｊū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ｎＴｗｅｌｆ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ｒａｎ：Ｎｅｗ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Ｃｏｎｔ-

ｒａｓ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Ｉｎｓｈ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ＥｕｒaｓｉaｎＳｔｕdｉｅｓ，Ｖｏｌ．ＩＸ，Ｎｏ．１－２，２０１１，ｐ．２１．



尼王朝（Ｇｈａｚｎａｖｉｄｓ，９７７—１１８７年）统治者的警惕。①
１０３５年，塞尔柱家族首领图格鲁勒·贝格（ＴｕｇｈｒｕｌＢｅｇ，１０３７—１０６３年在位）带领７０００—１万名

土库曼人南渡阿姆河，致信伽兹尼素丹麦斯欧德一世（Ｍａｓ‘ūｄⅠ，１０３０—１０４１年在位），表示愿为伽
兹尼王朝戍边以换得赖以生存的牧场。在遭到断然拒绝后，双方爆发冲突。② １０４０年，塞尔柱家族率
领约１．６万土库曼人在丹达纳坎（Ｄａｎｄāｎａｑāｎ）战胜伽兹尼军队，从此伊朗高原对土库曼人门户大
开。１０５５年，图格鲁勒率军进驻巴格达，成为哈里发的“保护者”，奠定了塞尔柱帝国（ＳｅｌｊｕｋＥｍｐｉｒｅ，
１０３７—１１９４年）在伊斯兰世界的统治地位。塞尔柱征服具有战争与迁徙的双重性质，土库曼士兵的
家人、牲畜等也随军一同西进。③ 塞尔柱帝国辽阔的疆域减少了土库曼人迁徙过程中的政治阻力，阿

塞拜疆、亚美尼亚、安纳托利亚地区水草丰美的冬夏牧场与西部基督教国家富庶的城市吸引着土库曼

人大规模西迁④，他们穿过里海南岸林地，迁入帝国的西北部边境。

然而，随着征服活动的推进与塞尔柱帝国的建立，土库曼人的消极作用日渐显现。塞尔柱家族在

伊朗高原确立统治地位后，多任素丹倚重波斯官僚，在帝国境内推行波斯化集权政策。不满于集权体

制的旧式土库曼部落与皇室贵戚联合，多次发起对中央的反叛，以图自立。⑤ 为摆脱土库曼人对集权

化施政的负面影响，历任素丹以西迁土库曼人为国策⑥，大批新迁入伊朗高原的中亚土库曼人被迁往

帝国与西北部基督教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聚集于阿塞拜疆至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土库曼人逐渐形成

了具有权威缺位特征的“边境社会”（ｕc，土耳其语，意为“边境”）。边境土库曼人时常在部落首领的
带领下对拜占庭帝国展开侵扰、掠夺，最终于１０７１年诱发塞尔柱帝国与拜占庭帝国间的曼齐刻尔特
战役（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Ｍａｎｚｉｋｅｒｔ）。战役以塞尔柱帝国的胜利告终，但是帝国中央始终难以在偏远的安纳托
利亚高原中、东部形成有效的直接统治，留下大片政治真空地带。具有离心倾向的贵族与将领趁势占

据这些地区，形成以塞尔柱王公／将领为核心、以土库曼人为军事基础的多个土库曼地方政权。１１世
纪晚期至１２世纪早期，罗姆塞尔柱素丹国（ＲｕｍＳｅｌｊｕｋＳｕｌｔａｎａｔｅ，１０７７—１３０８年）、达尼什曼德王朝
（Ｄａｎｉｓｈｍｅｎｄｉｄｓ）、萨图克国（Ｓａｌｔｕｋｉｄｓ）等土库曼地方政权散布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⑦ 诸土库曼
政权以“圣战”（ｇｈａｚａ）为名，持续占据、掠夺拜占庭帝国、亚美尼亚等邻近基督教国家的土地与财富。
由于其统治者多以“加齐”（ｇｈａｚｉ，意为“圣战骑士”）为正式头衔，学术界通常将这些土库曼割据政权
统称为“加齐国家”。⑧ 自此，包括塞尔柱帝国在内的土库曼政权成为西亚的政治主导力量，冲击着西

亚原有的政治体系。

７５０年建立的阿拔斯哈里发国继承了伍麦叶哈里发国（Ｕｍａｙｙａｄ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６６１—７５０年）的广阔
疆域和哈里发制度。９世纪之前，巴格达哈里发通过选派地方官员实行统治，对地方拥有行政、司法
和税收上的实际治理权力。但在９世纪之后，塔希尔（ＴａｈｉｒｉｄＤｙｎａｓｔｙ）、萨法尔（ＳａｆｆａｒｉｄＤｙｎａｓｔｙ）、萨
曼、白益（ＢｕｙｉｄＤｙｎａｓｔｙ）等地方王朝先后崛起，哈里发的实际权力辐射范围随之逐渐萎缩，至１０世
纪，哈里发的实际统治几乎仅限于巴格达，各地的实际治理由哈里发册封的“素丹”（ｓｕｌｔａｎ）、“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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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ａｍｉｒ）、“加齐”（ｇｈａｚｉ）家族进行。为了维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地方统治者仍奉巴格达哈里发为
宗主，寻求哈里发的册封，定期向哈里发国上缴“税金”（ｋｈａｒāｊ），承担传播伊斯兰教、保卫哈里发等义
务。① 哈里发国与地方王朝的关系因之礼仪化，西亚由此形成独特的哈里发宗藩体系。

然而，塞尔柱征服将基于部落等级关系构成的中亚游牧政治传统带入伊斯兰世界，为“哈里发宗

主国—地方藩属国”关系添上中亚式部落色彩。各地建立起的土库曼地方政权———比较明显的有罗

姆塞尔柱素丹国、科尔曼塞尔柱素丹国（ＫｅｒｍａｎＳｅｌｊｕｋＳｕｌｔａｎａｔｅ）等本质上是向塞尔柱大宗效忠的藩
属部落，其合法性实际源于在土库曼人内部的部落等级，而非哈里发的册封。②因此，虽然塞尔柱时期

哈里发依旧存在，但是传统宗藩体系中哈里发宗主权力对地方权力的约束作用不断弱化。

此外，因土库曼人源起于突厥文明与波斯文明的交往，他们具有一定的“亲波斯”特征。在土库

曼人迁入伊朗高原后，其所建立的土库曼政权迅速波斯化，虽然这些政权并未顺利确立起波斯化集权

体制，但波斯文化在宫廷内备受推崇，伊朗本土的工匠、农民、商人、学者等各阶层人士构成土库曼政

权的统治基础。③ 土库曼精英阶层也逐渐将波斯语作为日常用语，从而与说突厥语的底层土库曼人

区别开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伊斯兰世界的进一步波斯化，伊朗高原在西亚地区的政治、文化影响

力达到萨珊帝国之后的高峰。因此，源自阿拉伯半岛的哈里发宗藩体系虽然仍旧发挥部分作用，不过

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伊利汗国重建宗藩体系的失败与土库曼地方政权独立性的强化

１３世纪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征服灭亡了西亚传统宗藩体系，对该地区的政治格局造成颠覆式影
响。伊利汗国建立后，尝试在西亚确立起以伊利汗为宗主的游牧部落式宗藩体系。然而，由于蒙古西

征造成中亚—伊朗地区土库曼人更大规模的西迁活动，以及罗姆素丹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权威地位的

弱化，多个安纳托利亚土库曼贝伊国建立并长期挑战着伊利汗的宗主地位。１３３５年，伊利汗国解体，
伊利汗国宗藩体系的重建尝试最终失败，自７５０年以来长期存在于西亚地区的宗藩格局完全崩溃，诸
土库曼地方政权的独立性空前强化，西亚从此进入地方权力中心化的发展阶段。

（一）伊利汗国宗藩体系的重建尝试与土库曼地方政权的反抗

１２５８年，旭烈兀（Ｈｕｌａｇｕ，１２５６—１２６５年在位）率领大军攻陷巴格达，随着最后一任巴格达哈里发
姆斯台绥木（Ａｌ－Ｍｕｓｔａ’ｓｉｍ，１２４２—１２５８年在位）被处死，在西亚地区延宕约５００年的阿拔斯哈里发
宗藩体系彻底完结。旭烈兀将所征服的土地分封给各附属部落，尝试在西亚构建起以伊利汗为核心

的宗藩体系，以此巩固伊利汗国（Ｉｌｋｈａｎａｔｅ，１２５６—１３３５年）在西亚的统治。伊利汗国的宗藩体系重
建尝试本质上是中亚游牧政治传统在西亚地区的继续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亚传统宗藩体系的

延续，但是其构建过程存在两大阻力：一方面，与哈里发宗藩体系相似，中亚游牧政治传统在处理宗藩

关系方面同样存在巨大张力。各藩部首领在世袭封地内拥有绝对的地方权力，逐级分封的地方权力

严重侵蚀着宗主权力对地方的约束能力，而混乱的继承制度也使中央内部长期处于权力斗争之中。

为了集中权力，多任伊利汗依赖波斯本土官僚推行集权改革，希望建立起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

以制约地方藩部，但这些集权尝试往往以失败告终。④另一方面，西亚西北部的诸土库曼地方政权与

伊利汗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使伊利汗疲于维系宗主地位。

１２４３年，蒙古军队在统帅拜住（Ｂａｉｊｕ）的指挥下于克塞山（ＫöｓｅＤａｇ�）一带击败罗姆军队，罗姆素
丹国就此沦为蒙古的附庸。⑤ 虽然伊利汗国成功获得对罗姆素丹国的宗主权，但却在西征进程中促

成了更大规模的土库曼人西迁，更多土库曼人迁至安纳托利亚高原，使得当地各土库曼政权的整体实

力获得加强。首先，蒙古征服削弱了罗姆素丹在安纳托利亚的权威地位，强化了土库曼政权的独立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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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１２６１年，伊利汗开始任命罗姆素丹，素丹国的权威性受损，对各土库曼的节制能力弱化，土库曼
人首领穆罕默德·贝格（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Ｂｅｇ）随之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建立起第一个被称为“贝伊国”
（ｂｅｙｌｉｋ）的土库曼地方政权。１２６２年，旭烈兀派兵对该贝伊国政权进行讨伐，但终究没能剪除安纳托
利亚高原的土库曼割据。① 其次，反对伊利汗统治的土库曼首领迁至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改变了边

境失序的社会环境，边境社会走向政权化。对蒙古抱有敌意，不满罗姆素丹投降政策的土库曼首领联

合边境土库曼人，利用伊利汗国与罗姆素丹国的内外矛盾，在安纳托利亚半岛中、西部建立起多个贝

伊国政权。② 最后，由于罗姆素丹向伊利汗的臣服，土库曼诸部落在地方建立割据的合法性得以延

续。素丹的投降政策虽然遭到多个土库曼部落的反对，但客观上却也避免了蒙古军队对土库曼割据

政权的全面征服。土库曼诸部在成立贝伊国政权后，继续在名义上奉罗姆素丹为宗主，因此他们依旧

拥有维持割据利益的合法性。

在诸贝伊国中，兴起于陶鲁斯山脉（Ｔａｕｒｕｓ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一带的卡拉曼贝伊国（ＢｅｙｌｉｋｏｆＫａｒａｍａｎ，
１２５０—１４８７年）率先对伊利汗的宗主权发起挑战。该贝伊国起初的核心城市为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
部的拉兰达（Ｌａｒａｎｄａ）与沿海城市埃尔梅内克（Ｅｒｍｅｎｅｋ），构成该贝伊国的部落包括来自前花剌子模
王朝（Ｋｈｗａｒａｚｍｉ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１０７７—１２３１年）的土库曼部落，对蒙古人抱有亡国之恨。卡拉曼贝伊国建
立后，多次参与到罗姆素丹国的内部斗争与反伊利汗国运动中，不断试图入主罗姆素丹国国都科尼亚

（Ｋｏｎｉｙａ）。仅１３世纪后半叶，卡拉曼贝伊国就曾在１２７７年、１２８２年、１２９１年③多次占领或侵扰科尼
亚。此外，卡拉曼贝伊国还多次从伊利汗国—罗姆素丹国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ＭａｍｌｕｋＤｙｎａｓｔｙ，
１２５０—１５１７年）的对峙中渔利，在马穆鲁克王朝的支持下成为安纳托利亚诸贝伊国中不可忽视的地
方势力。④

除了卡拉曼贝伊国，在伊利汗国统治时期建立的贝伊国还有奥斯曼（Ｏｔｔｏｍａｎ，１２９９—１９２３年）⑤、
葛尔米扬（Ｇｅｒｍｉｙａｎ，１２８６—１３９１年）、埃丁（Ａｙｄｉｎ，１３００—１４２５年）、特克（Ｔｅｋｅ，１３２１—１４２３年）、哈
米德（Ｈａｍｉｄ，１３００—１３９１年）等。诸贝伊国主要分布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西部，依旧是由多个土
库曼部落结成的部落联盟，权力结构比较分散。⑥ 但是相对于１１世纪晚期至１２世纪早期建立起的
“加齐国家”，诸贝伊国在对伊利汗宗主权的抵抗中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与更强的政治独立性，疆域也

进一步西移。而且，由于１３至１４世纪伊利汗国与马穆鲁克王朝对叙利亚地区的争夺与破坏，传统跨
境商路北移，安纳托利亚半岛成为大不里士至地中海商路的重要过境地区⑦，诸贝伊国在与东西方的

商业交流中走向繁荣，政治独立水平不断提升。

凭借绝对的军事优势，伊利汗获得对罗姆素丹国与诸贝伊国的宗主权，但是诸贝伊国的合法性并

非伊利汗直接授予，而是源自对罗姆塞尔柱素丹在名义上的臣服，伊利汗对诸贝伊国的统治必须经过

罗姆素丹进行。就合法性来源而言，诸贝伊国实际半独立于伊利汗宗藩体系。⑧ 自１４世纪早期罗姆
素丹国灭亡后，诸贝伊国开始独立地宣称塞尔柱或乌古斯汗法统，与伊利汗国之间的矛盾激化。此

外，土库曼人早于蒙古人来到西亚北部，因此相对于蒙古政权更为本土化，各土库曼地方政权虽同样

具有部落联盟属性，但是在与西亚各族群的交往中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多族群社会，拥有稳定的统治

基础。随着政治独立性的不断强化，诸贝伊国时常介入到伊利汗国的内外冲突中，增加了伊利汗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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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与维持宗藩体系的成本。

（二）土库曼地方政权独立性的空前强化

１３世纪晚期至１４世纪初期，伊利汗国对集权统治进行改革，罗姆素丹随之沦为有名无实的虚
君。由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繁荣的跨境贸易与丰富的银矿、木材等自然资源，该地区长期被伊利汗国视

作重要的税收来源。① 自蒙古征服安纳托利亚以来，伊利汗多次派遣波斯官僚巩固对安纳托利亚地

区的统治，历任罗姆素丹的维齐尔大多由伊利汗国指定的波斯官僚担任。１２７７—１２７８年，伊利汗曾
派波斯人沙姆斯丁·志费尼（Ｓｈａｍｓａｌ－ＤｉｎＪｕｖａｙｎｉ）前往安纳托利亚征收塔姆加税（ｔａｍｇｈａ），意图将
该地纳入中央的直接统治。② １３０８年，最后一任罗姆素丹去世后，伊利汗不再指任新素丹，以便对诸
土库曼贝伊国施加直接统治。

然而，伊利汗国的集权举措与素丹权威的瓦解激起诸贝伊国更为激烈的反抗，诸贝伊国不断侵扰

伊利汗国控制的重要城市，疆域不断扩张。③ 同时，伊利汗对安纳托利亚的统治陷入了与前塞尔柱帝

国类似的境地，因距离集权中心较远，伊利汗国仅能对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地区进行相对有效的统

治。但是在伊利汗国与马穆鲁克王朝冲突的摧残下，东部地区长期陷于混乱、贫困之中，而西部的贝

伊国则日渐繁荣并接纳了许多躲避伊利汗国统治的群体。④ １３１４年，伊利汗完者都（Ｏｌｊｅｉｔｕ，１３０４—
１３１６年在位）派遣埃米尔出班（Ｃｈｕｐａｎ）前往安纳托利亚地区规制诸土库曼部落，重申伊利汗对安纳
托利亚的宗主权。在出班的胁迫下，卡拉曼土库曼人在１３１５年离开科尼亚，回到南方的拉兰达。但
在出班离开后，卡拉曼土库曼人再次对科尼亚实施侵扰⑤，伊利汗依旧难以将诸土库曼贝伊国纳入到

伊利汗宗藩体系当中。

１３２３年，安纳托利亚的蒙古总督、出班之子帖木儿塔什（Ｔｅｍüｒｔａｓｈ）宣布独立，自称“伊斯兰之
王”（Ｓｈａｈ－ｉＩｓｌａｍ）、“马赫迪”（Ｍａｈｄｉ，意为“救世主”），受到安纳托利亚东部蒙古人的支持。在被其
父出班押至宫帐（ｏｒｄａ）并获得伊利汗不赛因（ＡｂｕＳａ’ｉｄＢａｈａｄｕｒＫｈａｎ，１３１６—１３３５年在位）的赦免
后，帖木儿塔什继续在安纳托利亚担任总督⑥，成为伊利汗国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实际统治者，不断

向诸土库曼贝伊国发兵。１３２７年，诸贝伊国联军击败帖木儿塔什的军队，占领科尼亚⑦，从此，土库曼
地方政权完全掌握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主导权。虽然蒙古政权埃雷塔纳国（Ｅｒｅｔｎａ）在之后大体继承
了帖木儿塔什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势力范围，但是在卡拉曼与祖勒卡迪尔贝伊国（Ｄｕｌｋａｄｉｒ，１３４８—
１５２２年）的东西夹击下，已无力重塑蒙古政权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影响力。

１３３５年，伊利汗国在内部动荡中解体，其在西亚建立新宗藩体系的尝试彻底失败。自１１世纪以
来，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人第一次摆脱位于伊朗高原宗主权力的影响。此后，诸贝伊国独立地宣称其

与“塞尔柱家族”的联系⑧，土库曼地方政权的独立性达到空前水平。１４世纪后半叶，黑羊王朝（Ｑａｒａ
Ｑｏｙｕｎｌｕ，１３７５—１４６８年）与白羊王朝（ＡｑＱｏｙｕｎｌｕ，１３７８—１５０３年）两大土库曼政权在伊朗高原先后
兴起，土库曼人于塞尔柱帝国崩溃后再次成为西亚的主导性政治力量。１４—１５世纪，土库曼地方政
权逐步取代宗主权力，西亚由此迈向地方权力中心化的新历程。

三、土库曼人的东迁转向与西亚双权力中心制衡格局的确立

１４世纪上半叶，随着宗藩体系的全面崩溃，西亚北部进入以土库曼人为主导性政治力量的地方
权力中心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奥斯曼贝伊国通过吸收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因素逐步实现了安纳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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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高原的政治统一，率先构建起权力中心。在奥斯曼征服中，疆域急速扩张带来的政治、社会问题

在１５世纪中期后愈演愈烈，土库曼人成为奥斯曼扩张与集权化进程中的主要牺牲品，进而引起他们
的大规模东迁。同时，萨法维教团在安纳托利亚吸引了大批底层土库曼人，土库曼化程度不断加深。

在土库曼人的军事、政治支持下，萨法维王朝于１６世纪实现伊朗高原的政治统一，构建起与奥斯曼相
对的又一权力中心，最终奠定了近代西亚安纳托利亚—伊朗双权力中心对峙的地缘格局。

（一）奥斯曼征服下安纳托利亚高原的统一与土库曼人的东迁

１３３５年伊利汗国的崩溃标志着宗藩体系格局在西亚的结束，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诸贝伊国摆
脱了宗主权力的规制，开始相互抢夺牧场，并对基督教国家展开征服。至１４世纪末，土库曼人已成为
安纳托利亚的主要人口构成。① 由于安纳托利亚西部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政治环境，土库曼人多将西

部沿海地区视作最理想的迁徙目的地，这使得西部贝伊国的政治与文化获得了不同于中、东部贝伊国

的发展面貌。１４世纪前，安纳托利亚高原长期受到来自伊朗高原的政治、文化影响，而安纳托利亚西
部边境因处于宗主权力辐射的边缘，聚集了大量具有反伊利汗倾向，且保留有更为鲜明游牧习惯的土

库曼人。② 此外，相较于中部、东部贝伊国，西部沿岸贝伊国长期与巴尔干半岛有着密切的政治、商

业、族群交往。③ 在与巴尔干半岛的联系中，西部贝伊国形成具有较强包容性的土库曼社会，包含有

大量基督徒、犹太人等非穆斯林人口④，能够在与欧洲的互动中吸收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军事因素，拥

有有别于一般贝伊国的集权优势。在西部边境的贝伊国中，奥斯曼贝伊国逐步实现对安纳托利亚半

岛的统一，走上权力中心化道路。

１４世纪上半叶，大部分安纳托利亚贝伊国逐渐与基督教国家达成和解，而与欧洲相邻的奥斯曼
贝伊国始终没有停止对拜占庭帝国的侵扰，吸引了许多土库曼人参与到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⑤，获得

大片欧洲土地。至穆拉德一世（ＭｕｒａｄＩ，１３６２—１３８９年在位）时期，奥斯曼贝伊国开始了对安纳托利
亚诸贝伊国的大规模征服活动，穆拉德一世通过联姻与战争并行的方式，先后吞并葛尔米扬、哈米德

贝伊国。至巴叶济德一世（ＢａｙｅｚｉｄＩ，１３８９—１４０２年在位）时期，奥斯曼贝伊国急速扩张，１３９７年成功
吞并萨鲁汉（Ｓａｒｕｈａｎ，１３００—１４１０年）、埃丁、蒙特舍（Ｍｅｎｔｅｓｈｅ）贝伊国与安卡拉（Ａｎｋａｒａ），并再次吞
并意图复国的葛尔米扬贝伊国，占领卡拉曼贝伊国的都城科尼亚。⑥ 随着奥斯曼贝伊国东部边界逐

渐逼近伊朗高原西北部，帖木儿（Ｔｉｍｕｒ，１３７０—１４０５年在位）将崛起中的奥斯曼贝伊国视作威胁。
１４０２年，帖木儿联合前贝伊国势力，于安卡拉战役（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Ａｎｋａｒａ）中击败奥斯曼军队，俘虏素丹巴
叶济德一世，其后，诸参战贝伊国得以重建。经此一役，奥斯曼遭受沉重打击，对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征

服进程中断。但此役过后，帖木儿同样没能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建立起有效的统治。１４０５年，帖木儿
去世，帖木儿帝国（ＴｉｍｕｒｉｄＥｍｐｉｒｅ，１３７０—１５０７年）走向衰落。⑦

虽然奥斯曼贝伊国在１４０２年遭到惨败，但安纳托利亚高原政治统一趋势已不可逆转。自穆拉德
一世时期，奥斯曼贝伊国已开始引入欧洲奴隶组建耶尼切里常备军团（Ｊａｎｉｓｓａｒｙ），取代军队中的土库
曼人⑧，素丹巴叶济德一世延续该政策，耶尼切里军人数扩张至约７０００人。⑨其后，历任奥斯曼素丹多
以耶尼切里为军事支柱，建立起具有军事化特征的集权体制。相对于依旧处于松散的部落联盟阶段

的其他贝伊国，奥斯曼贝伊国的政治、军事优势已然确立。１４４３年，在结束内部斗争后，奥斯曼贝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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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再次对安纳托利亚高原展开征服，大体实现了西部沿地中海地区的统一。① １４７３年，奥斯曼军队凭
借火炮优势，于奥特鲁克贝里（Ｏｔｌｕｋｂｅｌｉ）击败白羊王朝与卡拉曼联军。② 次年，奥斯曼贝伊国吞并卡
拉曼贝伊国，除位于半岛东南部的祖勒卡迪尔贝伊国与陶鲁斯山南部的叛乱地区外，安纳托利亚半岛

已基本实现统一。③ 奥斯曼贝伊国在穆罕默德二世（ＭｕｒａｄＩＩ，１４２１—１４４４年、１４４６—１４８１年在位）的
征服中实现了向帝国的转变。从此，安纳托利亚高原完成了地方权力的中心化历程，成为伊斯兰世界

地缘政治力量中的重要权力中心之一，长期影响着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走向。

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却也带来了许多政治、社会问题。首先，奥斯曼集权体制的强化引起了内部旧

式贵族的不满。１４１６年，谢赫贝德雷丁（ＳｈｅｙｈＢｅｄｒｅｄｄｉｎ）在多布罗加（Ｄｏｂｒｏｇｅａ）掀起对奥斯曼的起
义，这实质上是奥斯曼家族内部王子穆萨（Ｍｕｓａ）与穆罕默德一世（ＭｅｈｍｅｄＩ，１４１３—１４２１年在位）王
位竞争的延续。虽然穆萨于三年前遭到处决，但其旧部集结于贝德雷丁旗下以图自立，得到许多同样

不满于集权统治的土库曼人的支持。④

其次，前贝伊国残余造成持续不断的统治问题。１４７４年对卡拉曼的征服虽然标志着安纳托利亚
统一的基本完成，但是不愿接受奥斯曼统治的土库曼人并没有停止抵抗，许多土库曼人迁至陶鲁斯山

脉南部，继续打着“卡拉曼”的旗号对帝国进行侵扰。１４８６年，奥斯曼军队在与马穆鲁克王朝的对战
中失利，陶鲁斯山区的土库曼人随即发起叛乱，虽然叛乱在１４８７年被平息⑤，但是陶鲁斯山区此起彼
伏的反奥斯曼活动直到１５０１年伊朗萨法维王朝建立后才彻底停止。⑥

最后，奥斯曼帝国的急速扩张带来新的社会问题。１５世纪中叶，奥斯曼素丹穆罕默德二世在位
期间征伐不断，为了填补军需，素丹时常抄没个人财产与宗教捐献，内部不满情绪不断积累。同时，素

丹重用耶尼切里和巴尔干新贵，把更多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以维持帝国的军事优势。因奥斯曼帝国对

土库曼部落政治、军事诉求的忽视，土库曼人通过进入军队获得土地与财富的通道受阻，成为安纳托

利亚政治集权化的主要受害者。⑦ 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征服，越来越多的土库曼人

东迁至伊朗高原，推动着萨法维教团（ＳａｆａｖｉｄＯｒｄｅｒ）的土库曼化。
（二）萨法维教团的土库曼化与西亚双权力中心制衡格局的形成

萨法维教团与土库曼人的政治、军事联合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讨论，学者们主要聚焦于萨法

维教团的军事基础———基齐勒巴什（Ｑｉｚｉｌｂａｓｈ），即“红头军”。在对基齐勒巴什的研究中，学术界长
期陷于“逊尼派—什叶派”对立的宗教叙事，对基齐勒巴什形成过程的解读存在简单化倾向。诚然，

１５世纪中叶“亲什叶”思潮的流行和萨法维教团的传道活动确实推动了安纳托利亚土库曼人向基齐
勒巴什的转变，但是这些并非１５世纪中叶的特有现象。自１３世纪晚期，各类苏非教义借由“阿希”
兄弟会（ａｋｈī）的组织形式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广泛传播⑧，已有苏非教团政治化的趋势。由于苏非主
义与土库曼文化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紧密结合，神化教团首领的现象已十分普遍。除此之外，在具有

什叶派倾向的萨法维教义传播至安纳托利亚之前，同样带有什叶派倾向的拜克塔什教义（Ｂｅｋｔａｓｈ-
ｉｓｍ）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已流行１００多年。而且，“反正统”苏非人士在１３世纪就已经向乡村中的
土库曼人传播拜克塔什教义，促成了部分土库曼人向“阿列维派”（Ａｌｅｖｉｓ，意为“阿里的追随者”）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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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① 但是，安纳托利亚土库曼人的什叶化并未在１５世纪中期之前导致类似“萨法维运动”（Ｓａｆａｖｉ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结果，此后拜克塔什教团也在奥斯曼帝国官方化。② 因此，宗教因素虽然确实造成部分
安纳托利亚土库曼人向阿列维派的转变，但是并非阿列维派向基齐勒巴什转变的充分条件。实际上，

基齐勒巴什的出现是土库曼人东迁过程中萨法维教团土库曼化的直接结果。

１４世纪早期，苏非大师萨菲丁·阿尔达比里（Ｓａｆｉ－ａｄ－ｄｉｎＡｒｄａｂｉｌｉ，１２５２／３—１３３４年）在伊朗西
北部城市阿尔达比勒（Ａｒｄａｂｉｌ）创立逊尼派的萨法维教团。因萨菲丁崇高的声望及专事苦修的修行
方式，教团自成立之初便在阿塞拜疆、安纳托利亚等地显现出广泛的影响力，尤其受到蒙古统治者的

礼遇。③ １４０２年，帖木儿赠予教团第三任谢赫霍加·阿里（ＫｈｖａｊｅｈＡｌｉ，卒于１４２７年）数千名在安卡
拉战役中俘获的土库曼人，他们以“罗姆鲁”（Ｒｕｍｌｕ，意为“罗姆人”，后发展为基齐勒巴什七大部落
之一）自居，协助教团向安纳托利亚高原其他土库曼部落的传道活动。④ 这些土库曼人大多是安纳托

利亚社会中的底层士兵，带有什叶派信仰倾向，期望通过发动所谓的“圣战”获取维持生计的战利品。

随着越来越多土库曼人的加入，萨法维教团逐渐土库曼化。在第五任谢赫祝奈德时期（Ｊｕｎａｙｄ，
１４４７—１４６０年领导教团行动派分支），教团明确分裂为由祝奈德领导的安纳托利亚行动派与以其叔
父贾法尔（Ｊａ’ｆａｒ）为首的阿尔达比勒静默派。行动派主张进一步吸纳具有军事、政治潜力的土库曼
人，扩大教团的世俗影响力；静默派则专事修行，反对将教团卷入俗世纷争，因而得到黑羊王朝国王贾

汗·沙（ＪａｈａｎＳｈａｈ，１４３８—１４６７年在位）的支持。
１４４８年，由于贾汗·沙对贾法尔的支持，祝奈德在教团内斗中失败，带领教团内的土库曼人流亡

安纳托利亚高原。⑤ 祝奈德在安纳托利亚、叙利亚进行了长达八年的传道活动，其间，他在半岛南部

的伊斯肯德伦（ ）设立道堂（ｋｈａｎｇａｈ），并以此为据点向其他地区派出土库曼信徒宣传萨法
维教义，招揽了许多来自卡拉曼、塔克、哈米德等地的前贝伊国土库曼人。⑥流亡安纳托利亚期间，祝

奈德放弃了原先的阿塞拜疆方言，转而以安纳托利亚突厥语传道，其信仰倾向也逐渐与当地的阿列维

派趋同，转变为什叶派苏非。⑦此外，祝奈德在安纳托利亚多地任命教团“代理”（ｈａｌｉｆｅ），他们通常是
当地阿列维村社（ｏｃａｋ）或土库曼部落的世袭首领———“巴巴”（ｂａｂａ）。借助分布于各地的世袭代理，
祝奈德成功建立起稳定的土库曼人社团网络。１４５３年后，伴随着奥斯曼帝国征服、集权进程的急速
演进，更多的土库曼人沦为社会底层，他们将祝奈德视作转世的谢赫贝德雷丁⑧，希望在祝奈德即将

发动的圣战中获得维持生计的战利品，萨法维教团的土库曼信徒规模迅速扩张。１４５６年，祝奈德率
领土库曼追随者劫掠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北部的特拉布宗（Ｔｒａｂｚｏｎ），失败后东逃至白羊王朝。⑨ 在
白羊素丹乌尊·哈桑（ＵｚｕｎＨａｓａｎ，１４５２—１４７８年在位）的庇护下，萨法维教团不断发展壮大，至１４６０
年与希尔万（Ｓｈｉｒｖａｎ）军队爆发冲突时，教团已有约１万名土库曼士兵。�10在土库曼化的进程中，萨法
维教团转变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军事力量。

１４７０年，第六任谢赫海达尔（Ｈａｙｄａｒ，１４６０—１４８８年领导教团）在白羊王朝素丹乌尊·哈桑的支
持与土库曼信众的簇拥下回到阿尔达比勒，彻底清除静默派势力，结束了萨法维教团内部的分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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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行动派完全掌握教团控制权后，海达尔的土库曼信徒从安纳托利亚东迁至阿尔达比勒①，萨法

维教团全面土库曼化。约１４７９年（波斯历８５８年），萨法维教团与白羊素丹叶尔孤白·贝格（Ｙａ’ｑｕｂ
Ｂｅｇ，１４７８—１４９０年在位）、教法学家的矛盾激化，海达尔通过代理向伊朗高原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
库曼追随者秘密发布法特瓦（ｆａｔｗā），要求其追随者戴上饰有十二褶的红冠，以镇压素丹反对者的名
义发动圣战，基齐勒巴什由此形成。１４８８年７月，在白羊王朝与希尔万的联合镇压下，海达尔身死塔
巴尔萨兰（Ｔａｂａｒｓａｒāｎ），基齐勒巴什土库曼士兵四散而逃，回到安纳托利亚高原所属部落②，等待着下
一次大规模前往伊朗高原的时机。

１５００年，海达尔之子伊斯马仪一世（Ｉｓｍａ’ｉｌＩ，１５０１—１５２４年在位）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埃
尔津詹（Ａｒｚｉｎｊａｎ）召集约７０００名基齐勒巴什土库曼士兵，开始对伊朗高原展开大规模的东征。③ 至
１５０１年，萨法维王朝（ＳａｆａｖｉｄＤｙｎａｓｔｙ，１５０１—１７２２年）正式建立，伊朗高原在伊斯马仪一世及其土库
曼军队的征服下实现政治统一，最终完成伊利汗国解体后的地方权力中心化进程。至此，在土库曼人

东迁活动的推进下，安纳托利亚高原与伊朗高原均形成了位于本土的权力中心，双权力中心对峙成为

此后西亚的基本地缘格局。

结　语

从土库曼人迁徙的视角来看，１１—１６世纪西亚的政治格局变化本质上反映着中亚—西亚地区政
治联动性弱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中亚土库曼人在西亚的本土化与中亚游牧政治力量在西亚影响力

的边缘化。

１１世纪中亚土库曼人的西迁逐步打破了西亚的传统宗藩体系，虽然１３—１４世纪伊利汗国短暂
地尝试以部落等级关系重构宗藩格局，但是部落等级关系以各部落间的绝对军事、政治能力差异为基

础，难以稳定地实现宗主权力对地方权力的节制。而相对于宗主权力，土库曼人在西迁进程中建立起

了合法性更为稳定的地方政权：第一，各土库曼部落处于以塞尔柱家族为核心的部落等级关系中，拥

有在地方获得封地、建立割据的合法性。在伊利汗国时期，由于罗姆素丹向伊利汗臣服，原先附属于

塞尔柱家族的土库曼藩部在地方的统治合法性得到延续。第二，由于土库曼人在迁徙过程中与西亚

本土族群结成密切联系，土库曼地方政权的统治基础更具稳定性。一方面，就起源而言，土库曼人本

身便是波斯文明与突厥文明在中亚河中地区交往下的产物，因此在与伊朗高原本土族群的交往中有

着明显的波斯化倾向，在西亚地区的外来属性较弱。另一方面，不同于１３世纪进入伊朗高原的蒙古
人，土库曼人迁入西亚地区的时间更早，在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高原本土化的历程也更长。在与迁

入地族群的长期交往中，土库曼人与西亚本土族群融合，各土库曼政权因此转变为西亚地方权力的代

表，与中亚的政治联系也随之脱节。因此，１４世纪伊利汗国宗藩体系解体后，各土库曼政权独立性空
前强化，西亚地方权力崛起。１５世纪，随着以中亚为统治中心的帖木儿帝国政治影响力在西亚地区
的边缘化，中亚—西亚地区政治联动性进一步弱化，土库曼政权继而成为中亚式部落传统在西亚实践

的最终受益者，占领中亚政治力量在西亚退出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由地方权力走向构建权力中心的

新发展历程。

在土库曼地方政权中心化过程中，奥斯曼贝伊国于１５世纪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率先构建起权
力中心，实现帝国化转向。由于奥斯曼帝国军事集权体制对土库曼人的排斥，土库曼人转变数个世纪

的西迁倾向，大规模东向迁徙至伊朗高原，不断推动着萨法维教团的土库曼化，促成土库曼人东迁向

萨法维东征的转变。萨法维王朝早期对土库曼人的统治本质上是以教团式的效忠关系代替传统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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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关系，此后伊朗历史中的中亚式部落政治色彩逐步淡化，土库曼人的波斯化程度在伊朗高原日益深

化。因此，自１６世纪起，在对萨法维国王的效忠之下，波斯人与土库曼人在伊朗高原构建起“波斯—
土库曼”政治缔合关系，这一关系也在之后伊朗的王朝更迭中发挥作用，长期维持着伊朗高原权力中

心的相对稳定。至此，在土库曼人迁徙活动的影响下，西亚双权力中心相互制衡的地缘格局最终

确立。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青年创新团队项目“中世纪中东史研究”（２２ＪＰ０８５）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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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６世纪土库曼人的迁徙与西亚政治格局的演变·　


